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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是农业知识产权中最重要的一项制度之一，研究影响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变迁的供求因素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在梳理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历史演变与发展现状基础上，总结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不同时期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发展特征，进一步从制度变迁视角分析美国、日本、欧洲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发展经验。研究发现，农业生产要素和植物新品种相对价格的变动引致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产生；育种技术进步和新品种市场规模的扩大推动政府对新品种保护制度不断改革完善；美国和日本、欧洲的法律渊源不同，但各国法律和新品种规范性行为准则的改变促使政府对新品种保护制度不断调整；政府对新品种保护制度的设计成本和制度安排实施的预期成本越低，越有利于新品种保护制度的推行。基于此，本文提出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建设应适应农业发展、主动保证科技型种业企业规模发展的需要，提高法律位阶、有效完善品种鉴定与检测认证的法规体系，落实司法保护、加大种业知识产权法定范围内惩罚性赔偿等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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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tection system of new plant varietie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ystems in agricultur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supply and demand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changes of the protection system of new plant varieties.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new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system,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system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 (UPOV),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the new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Euro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t is found that the chang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actors and the relative prices of new plant varieties lead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protection system of new plant varieties; The progress of breeding technology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market scale of new varieties promote the continuous reform and improvement of the government's new variety protection system; The legal origi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Japan and Europe, but the change of laws and normative codes of conduct of new varieties in various countries has prompted the government to constantly adjust the protection system of new varieties; The lower the design cost of the new variety protection system and the expected cos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arrangement, the more conduciv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variety protection system.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new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system should meet the need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ctively ensure the scal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ed industry enterprises, improve the legal status,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regulatory system of variety identification and testing certification, implement judicial protection, and increase punitive compensation within the legal scope of seed industr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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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世情、国情、种情的深刻变化，种业知识产权越来越成为现代种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中国在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方面付出了诸多实践。从1993年朱镕基首次提出尽快建立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立法的规范体系，到1997年颁布《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1999年中国加入UPOV公约、2000年颁布《种子法》建立起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再到2016年新《种子法》增加“新品种保护”专章首次将植物新品种权保护从行政法规上升到法律层面；直至2022年3月实施新《种子法》建立起实质性派生品种（EDV）制度，中国日益聚焦提高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化水平。但是，基于UPOV1978文本的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在保护力度上略低于采用UPOV公约1991文本的成员国，当前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愈来愈难以应对生物育种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1]，面临着品种权保护范围过窄和保护环节缺失、对原始育种创新激励不足、优质种质资源难以引进[2]等难题。因此，从制度经济学层面对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变迁过程及引致制度变迁的供求因素分析，对完善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3]。
在此背景下，完善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尤为迫切。陈超等[4]通过分析植物新品种权申请与授权量快速增长及全球种业市场竞争加剧的国际形势，发现实施植物品种权成为取得种业竞争优势的关键。Yu等[5]通过对五个国家的研究结果表明，为了激励新品种方面的持续创新，就必需鼓励植物育种家开发优良品种，最常见的制度就是植物新品种保护（PVP）制度。曾艳[6]通过分析发现，当前美国种业知识产权在育种科技管理方面遵循市场导向；刘信[7]等通过赴日考察，发现日本种业分类管理分工明确，种子质量管理体系和监管体制机制较为完善；贺利云[8]通过对比研究发现德国及欧盟在品种审定、种子认证、试验推广等方面实行事前控制模式，而美国采用事后监管模式，中国应实现由重事前监管走向重事后监管。
徐志刚等[9]利用UPOV成员国1984—2015年的国别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实施实质性派生品种（EDV）制度对弱国的作物育种科技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宋敏等[10]进一步指出，中国自加入UPOV后，品种申请量快速增长，国际排名靠前，然而非国民申请与授权数量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胡瑞法等[11]采用系统模型研究发现，新品种保护可以显著提高种子价格。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大多是从静态视角出发，分别针对种业发达国家植物品种权与中国植物品种权保护状况展开对比研究，这为下一步对中国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制度的完善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然而，鲜有学者从制度经济学层面对不同国家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发展经验需求-供给影响因素展开深入研究。基于此，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视角，系统分析美国、日本、欧洲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经验成效，为中国建立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促进现代种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系统借鉴。
1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演变历程及发展现状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制度的形成一般存在设计和演化两条途径[12]。从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历史沿革来看，它是在人为（政府主体）设计下对植物知识产权保护演化而来形成的一种制度。因此，可以说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是人为设计和自我演化相互交织而形成的一种制度。植物新品种权本质是育种者享有的一种权利，它是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研究对象。对植物品种权授予保护的历史漫长而深邃，将知识产权授权给植物新品种保护始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植物专利法》中“对无性繁殖所得品种授予专利”的规定提出后，标志着世界上第一部针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国家法律诞生[13]114。从美国的法律体系层级来看，美国实施二元法律结构，联邦法和州法并行，自上而下分别是宪法-法律、条约和法院规则-行政规章-普通法。因此，1930年《植物专利法》的出现表明知识产权在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上首次上升到了法律层面。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经历了初步形成、相对完善、逐步扩展和全球发展四个发展阶段[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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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UPOV公约。









图1 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演变流程与阶段性特征
1.1 初步形成：美欧同时开启探索新品种权保护之路（1930—1961年）
1930年美国通过的《植物专利法》（The Plant Patent Act，PPA）和1961年欧洲国家创立的UPOV公约对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1930年，美国杂交玉米种子商业市场中私营部门作用日益突出，而PPA的诞生是对种业领域承认育种者创新保护的一种突破，意味着农业领域的育种创新与工业领域的发明创造具有同样重要性。1944年，美国玉米种业市场的营业收入突破了7000万美元，1965年美国杂交种覆盖率已突破95%。产业扩张伴随的是可观的利润，而巨额利润足以作为支撑植物育种研发所需经费，在研发经费不断充实的情况下，私人种子公司不断改进产品，使得玉米种子市场拥有了长期发展能力。总之，美国1930年植物专利法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专门保护植物新品种权的知识产权法律,国会和法院的法律解释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一做法值得世界各国的立法活动借鉴。
同时，欧洲国家也率先开启对植物新品种权的探索之路，1961年，英国、法国、荷兰等国正式签署UPOV公约，这是首次在专利制度以外创建专门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紧接着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正式成立，UPOV的成立侧重点在于通过赋予植物品种保护权来维护育种家们的合法权益，因此它主要是育种家们实现植物新品种权的手段，其他权利主体如农民、种业企业的合法权益则不能直接通过UPOV实现保障。
1.2 相对完善和逐步扩展：限定农民特权同时完善EDV制度（1961-1991年）
UPOV公约迄今为止共经历UPOV1961/1972、UPOV1978和UPOV1991三次文本修订。其中UPOV1978文本至今仍有一些国家在沿用执行，这些国家主要是植物品种（包括种子）的净进口国，因为他们的关注点在于扩大农民权益，例如UPOV1978文本中关于支持农民使用已经购买种子的有关规定，这相当于在为农民重新种植已经购买的种子提供方便；同时，采用UPOV1978文本的国家侧重农民权益轻育种者权益，这主要体现在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期限较短。随着生物技术研究日益深化、种业产业化进程加速以及国际农产品贸易广泛推进，UPOV1991文本应运而生。
表1  UPOV1978年和1991文本比较
	内容
	1978年文本
	1991年文本

	“品种”定义
	无
	详细定义

	保护范围
	涵盖范围大于24个属或种
	所有植物的属或种

	繁殖材料
	受品种权约束的仅限于以销售为目的的产销环节
	品种权约束几乎涉及所有产销环节（包括国际贸易）

	实质性派生品种
	不受保护
	受同等水平保护

	农民特权
	相对宽泛，无需经育种者授权，即可繁育授权品种
	相对严格，允许农民以自用为目的来繁育派生品种

	临时保护
	成员国非强制性执行
	成员国必须履行


资料来源：根据UPOV官方网站（www.upov.int）资料整理
1.3 全球发展：DUS测试标准化使得UPOV成员国受益（1991-至今）
二十世纪以来，分子生物学带动生物育种技术极速发展，农作物育种也更为精准有效，育种技术创新俨然成为未来植物育种的发展方向。DUS测试是指按照特定作物的测试指南进行特异性（Distinctness）、一致性（Uniformity）和稳定性（Stability）测试，它越来越成为植物新品种保护最关键的因素。品种管理的技术支撑是DUS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分析受测品种是否属于植物新品种，从而判断是否对其进行保护。DUS测试法下要求植物新品种保护必须建立完善的育种技术支撑体系，同时由于在成本、审定时间和气候环境方面受限，UPOV公约在全球推广存在难度。总体而言，在UPOV发展的近几十年当中，世界主要种业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起了各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在UPOV主要成员国中，中国相较于工业发达国家新品种保护制度建立时间较晚，但近年来随着DUS测试实质性审查程序逐步完善，中国植物新品种申请量和授权量显著增长[15]，尤其是2017—2019年年申请量连续3年蝉联UPOV成员国首位。

图2 2010—2020年UPOV成员国（排名前十名以内）植物新品种申请授权状况
2制度变迁视角下世界主要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经验
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变迁的首要需求因素是农业生产要素和植物新品种相对价格的变动。随着环境容量的刚性约束变强，耕地面积资源日益受限，因而提高了种子的相对价格，为了追逐种子的利益引起了育种家经济地培育种子、对新品种保护等一系列经济行为，从而诱致了对新品种的所有权进行界定，因而推动了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发生。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同历史阶段影响制度存在的供给和需求因素发生了变化，正如1989年林毅夫在《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一文中提出“制度及制度如何变迁可以用‘需求-供给’这一经典的理论框架来进行分析”。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短期供给不足是制度变迁过程中暂时静止状态在市场上的表现，而制度变迁背后的机理是在农业生产要素和植物新品种相对价格发生变动的情况下，制度变迁曲线产生右移，引致对新制度的需求，但由于有效政府制定实施新制度需要一定的时间，会产生“时滞”，从而造成新品种制度的暂时供给不足。按照制度需求方和制度供给方对育种家、农民、大众和政府主体的划分，研究影响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变迁的原因分为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根据新制度经济学中奥尔森的利益集团理论，制度演变主要是由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推动前行，一个制度的变迁往往会经历僵滞阶段、创新阶段和平衡阶段。
2.1 美国：新品种由公共产品转向受法律保护的私人产品
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变迁供给的基础影响因素是法律渊源、法律和规范性行为准则。在法律渊源上，美国系判例法系，主要特征是不成文法，以判例法为主，少量成文法和年代久远的习惯为辅。首先，判例法的法律渊源界定了制度创新的方向和形式。1980年的Diamond v.Chakrabarty案[endnoteRef:0]1），根据司法者对案件的审理结果，确定了微生物的可专利性；1985年的Ex Parte Hibberd案[endnoteRef:1]2），在法官判决后确定了植物新品种实用专利制度。其次，法律和规范性行为准则对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变迁的供给会产生深刻影响，主要是法律和规范性行为准则受意识形态和特定社会文化背景影响深厚。美国是个十分崇尚个人主义的国家，这种文化传统导致对物品私有产权重视程度很高，所以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之下，植物品种权专利法应运而生。1930年美国颁布的《植物专利法》（PPA）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植物品种权保护的专利法，随后历经多次修改，其基本原则是只要符合本法的几项规定均可获得专利。而后，受UPOV建立大背景的影响，为了在植物领域更好实现对植物产权界定和知识产权保护，1970年《植物新品种保护法》（PVPA）颁布。在美国，PPA和PVPA相比，其地位和影响力都相对较高，因为制定时间较早的PPA在美国已发展形成了独立完善的法律系统。而PVPA是加入了UPOV公约后才制定出来，但由于它更符合美国的自身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传统，因此使用频率比PPA要多。1980年Diamond v.Chakrabarty案和1985年Ex Parte Hibberd案的审判结果最终确立了《实用专利法》可用于对植物新品种保护，并且所有植物材料都涵盖在保护范围内。至此，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专利法、专门法和实用专利法三种制度并行的保护模式形成。 [0: 1）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的微生物学家Ananda Mohan Chakrabarty开发了一种细菌提交专利申请，被拒后上诉至最高法院，最终最高法院授予了该细菌专利。]  [1: 2）Hibberd向美国商标局提交一份关于包含色氨酸的玉米植株专利申请，被专利审查员驳回了这一请求，理由是认为不属于35U.S.C.A.101的范围；但Hibberd等人向美国专利商标局专利上诉，最终委员会撤销了审查员的决定，这意味着“产品”或“物质合成”也不排除人造的生命形式，包括植物。] 

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由僵滞阶段向创新阶段变迁的需求因素主要基于育种技术进步。19世纪，农业发展相对先进的美国担负起育种研发责任，当时公权力的保障导致研发主体单一，且缺乏有效动力机制，尚无意识去寻求知识产权保障，此时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处于僵滞阶段，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还未确立，因此植物新品种保护是一种公共投入与产出模式，所有的外部性利益都由消费者们共享。但是，随着育种技术进步，更有效率的市场不断拓展，在宏观经济方面引致了与原有种业市场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育种者和相关利益者之间的矛盾，从深层次原因来看，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品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调整产权结构、进行产权结构创新和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创新就成为必然。随着育种技术的进步，首先育种家们培育出来的植物新品种价格（或价值）相对提升，劳动成果依然被外界无偿使用，而相应的成本收益比却大大提高，这就引起了育种家对植物新品种的排他性权利追求，与此同时也会付诸实践来争取对自身权利的保护。对于大众而言则相反，以较小的成本来撬动更大的利益杠杆于他们而言十分有利，于是植物新品种“搭便车”和供给不足的问题就彰显出来，这部分人自然而然成为了育种家的排他性权利的博弈方。根据博弈论原理，育种者和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未得到有效平衡，这一博弈就仍将继续。由此，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逐渐开始变迁，向创新阶段过渡。
美国植物新品种市场规模的扩大是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变迁的需求因素之一。美国自身植物新品种权研究在世界一直位居领先，之所以签订UPOV公约的原因是为美国植物新品种在全球进行推广、获取巨大经济利益提供机会。这与当时国际上植物品种保护方式有关，很多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研究水平低于美国的国家采取专门法保护模式，美国就采用PVPA来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育种研究水平的差距；同时，借助UPOV公约美国从其他国家申请专利公开的文件中获取相关情报，为本国育种技术研究获取信息。
2.2 日本：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渗入新品种制度
日本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变迁基础供给因素是法律渊源、法律和规范性行为准则。日本系大陆法系，亦称民法法系，主要特征是成文法，自己制定本国民法典，以法典化形式制定法律，其法律渊源是宪法、法典和条例、悠久持续的习惯、判例和法理。首先，法律渊源影响制度变迁的供给因素是通过政府导向制定法律。作为亚洲最早实行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国家，日本政府一直对植物品种保护十分重视，秉承优质品种是农业生产基础的观念，在此影响下，种业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政府的全面考察下，建立起适合本国的双重保护制度，专利制度和品种权制度并行。《专利法》和《种苗法》同时发挥各自在植物品种中的作用，但在实践中仍以植物新品种保护为主，专利保护为辅。其次，法律和规范性行为准则的变动对制度变迁的供给产生深刻影响。日本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伴随着植物品种专利制度和植物品种权制度的不断变革而最终确立完善。
[bookmark: _GoBack]日本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变迁的供给因素之一是新品种制度设计成本和实施新安排的预期成本。首先，制度设计成本主要是指资源的要素价格。以人力资源为例，如果保障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供给需要有专门投入且精专于育种技术的劳动投入，那耗费必然很大；反之，如果社会上已经有类似一批可以投入育种的育种家们，只需对其熟练投入足以，这种情况下的植物新品种植物设计，耗费相对较小。在日本，由于政府很早就意识到植物育种成果极易被第三者利用，为了消除正外部性对植物新品种的不利影响，日本政府逐步重视加强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由此培育出一批育种家，作为新制度现成的劳动力资源。其次，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变迁供给受实施制度时由潜在转变为现实预期成本的影响。以日本颁布《农业种子与种苗法》的历程为例，20世纪40年代以前，新品种的所有权一直是谁先占用归谁所有，因此由于未被注册的种子极多，想占有品种权的大众很容易找到还未被注册的种子。随着种业普遍发展，新品种的排他性使用变得十分重要，但在种苗注册制度提出之前，以大批量种子持有者或种子协会的形式自愿组织来对抗非协会成员，把新品种变成了种子协会的公共财产。控制非种协会员享用种子使用权确实降低了排他性实施成本，但并非最佳理想状态，且从长远看有失公允。直至1941年，日本《农业种子与种苗法》中明确提出种苗注册制度，对品种优良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期一般为3—10年。至此，该法律明显改变了新品种私有化成本。1952年，日本政府为应对外国企业主要是针对美国种业的进驻对日本本土种业产生的冲击，颁布了《主要农作物种子法》，目的是防止私有企业垄断种子，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日本本土种子的多样性。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日本生物育种技术的发展，日本政府于1975年修改《特许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承认化合物、微生物可专利性，这为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提供了支撑。因此，较低的实施成本使得日本政府对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现实推行过程相对顺利。
育种技术进步是日本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变迁的重要需求因素。育种技术进步背后的最大支持力量是育种者。日本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农业种子与种苗法》先后经历1978年、1998年、2003年和2005年四次较大修订，在修订过程中，增加了育种者权利，保留了育种者权利豁免，同时关于农民特权的问题也颇有争议。农民坚持维护权益，并宣称用于下一年的自留种再生产时绝不会损害育种家们的权利，育种家们则对农民特权持反对意见。《农产种苗法》在经过1978年和1998年大幅修订后，新法正式被更名为《种苗法》公布，并在旧植物品种名称登记制度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品种登记制度，为植物新品种登记设立了统一的标准规范。此后，在历经多次修改后《种苗法》一直延续至今。受UPOV1991文本的影响，日本政府重点突出种子的商业化用途，强调其私有财产属性，逐渐对育种者权利限制，因此，现今农民特权也不再被认作日本专利权保护之例外[16]。育种家们和农民针对农民特权问题不断博弈，推动了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发展。
2.3 欧洲：单一保护模式推动新品种保护制度趋于均衡
欧洲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变迁基础供给因素是法律渊源、法律和规范性行为准则。欧洲国家如德国、荷兰、法国都是大陆法系，以法典化形式制定法律。在大陆法系的影响下，欧洲国家对立法十分重视，对法律编纂谨慎对待。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与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采用多重模式相反，欧盟通过制定专门法案来对育种者实行单一保护。欧盟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态度与美国相差较大，其态度也比较慎重，历来传统是尊重专利法。UPOV公约1991文本之前关于“单一保护模式”规定成员国只能选择用专利或专门保护其中一种来维护育种者权利，而不能自行选择，UPOV成员国都自觉选用植物新品种专门立法，同时在专利法中将植物新品种保护权排除在外。显然，在成文法的法律渊源背景下UPOV成员国主动采用单一立法模式，使得制度实施成本较低，由此推动了欧洲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发展。
欧洲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变迁的供给因素之一是制度设计成本和实施新安排的预期成本。制度设计成本主要是指人力资源要素价格，预期成本是指理想制度转变为现实安排的成本。以法国为例，法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显著特征是植物新品种保护与品种审定和种子检测合二为一；法国种子管理机构性质是非盈利性股份制企业，其中60%股份是法国农科院，20%股份是私人团体，20%股份是法国农业部。首先，这种科研机构、企业和国家机关合作的股份制结构有效节约了新制度安排下的人力资源要素价格；其次，由国家主导的科企组织方式，对品种鉴定和种子检测更加公开与客观，从而减少了新品种保护制度预期转换效果的实施成本。
欧洲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变迁需求的重要影响因素是新品种市场规模在欧洲不断扩大。首先，植物新品种在欧洲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直接作用主体是UPOV。在欧洲各国种子市场高度开放，因此各国之间交流十分频繁。欧洲是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起源地，在1961年组建UPOV。UPOV作为一个政府间国家组织，主要活动是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尤其是成员国之间的交流合作，截至2021年11月，UPOV共有78个成员国。UPOV组织不断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相关法律、政策动态协调，保障育种者国际合法权益，同时统一了对DUS测试的审定标准。其次，育种者能以较低费用在UPOV成员国之间获得权益保护，更进一步促进了新品种市场规模在欧洲扩大。以UPOV成员国之间合作最多的领域之一“审查植物品种”为例，根据UPOV成员国达成的协议，成员国可以代替其他成员国进行测试，也可以接受其他成员国提供的测试结果，来判定育种者权利的授予。该品种审查方式大大降低了品种保护体系的运作费用，更为重要的是，育种者因此可以以较低成本在多国同时获取权益保护，这十分有利于新品种在欧洲扩大市场规模。
3结论与启示
3.1研究结论
根据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利益主体，本文把研究对象分为制度需求方和制度供给方，制度需求方是指育种家、农民和大众等需要制度保障权利的主体，制度供给方是指以政府为代表的制度设计者和制度实施者。本文通过对种业发达国家美国、日本、欧洲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变迁过程研究，得出结论：引起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变迁的需求因素是：（1）农业生产要素和植物新品种相对价格的变动，诱致了对新品种的所有权进行界定，从而引起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发生。（2）随着育种技术的进步，植物新品种“搭便车”和供给不足的问题彰显，育种者和相关利益主体不断博弈，推动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由僵滞向创新阶段变迁。（3）UPOV为植物新品种在欧洲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提供了平台，而新品种市场规模向国际范围内不断扩大，需要更完善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予以保障。从制度供给方来看，引起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是：（1）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的法律渊源奠定了各国的宪法秩序和法律架构基础，各国与植物新品种保护相关的法律和规范性行为准则改变是引起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变迁的主要条件。（2）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设计成本即资源的要素价格越低，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越容易设计；实施新品种保护制度的预期转换成本越低，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越容易制定实施。
综上所述，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变迁的本质是有效政府作为掌控国家种业的制度供给主体，在变迁收益大于变迁成本情况下实施的一种理性行为，根本目标是获得制度变迁带来的好处，包括获取培育新品种转让和扩大生产带来的经济效益；保护育种家的权益促使国家加速品种创新的环境效益；平衡育种家和农民的权益稳定民生的社会效益等。
3.2经验启示
尽管美国、日本、欧洲的社会制度与中国有很大不同，但这些国家政府保护育种家权利、运用知识产权促进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完善和促进农业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构思和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因此，中国应当在分析制度变迁的供给-需求因素基础之上，积极向UPOV公约1991文本靠拢，同时结合本国国情和种业发展特征，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1）适应农业发展，主动保证科技型种业企业规模发展的需要。根据当前种业振兴行动中对扶优做强种业企业的要求，中国植物新品种制度建设应注重适应种子企业，尤其是科技型种业企业规模发展的需要[17]，一是注重在法规体系中重视兼并重组，在贸易法律和规则制定方面，注重对国外企业兼并中国境内企业的股份比例限制，以及防止国际种业企业对中国生物技术垄断；二是注重科研投入，政府可以在种子法中实行奖励机制，鼓励种业企业尤其是科技型种业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力度。
（2）提高法律位阶，有效完善品种鉴定与检测认证的法规体系。在中国民法典中，专利法效力高于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因此，应当提高《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为法律，更有利于规范种业市场秩序，也有利于增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在品种审定方面[18]，中国应当借鉴欧盟的做法，缩减冗余机构，提高品种鉴定效率，增强检测认证专业性。中国和英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机构类似，都是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因此中国可以借鉴英国国家植物研究所同时负责DUS和VCU[endnoteRef:2]3）测试的做法，所有申请新品种保护的受测品种都设置在该机构。同时，中国政府应尽快制定新品种检验检测标准，以使新品种的注册和保护工作顺利进行；并及时做好宣传工作，使农户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知识产权意识，积极申报符合要求的专利保护，避免国外抢注新品种知识产权；另外，物种登记与品种鉴定制度也应尽快完善，以防制度供给不足导致物种缺失。 [2: 3）VCU测试：Value for Cultivation and Use测试，栽培与使用价值测试，在增加产量、提高抗逆性、改善品质等方面作用比较突出。






参考文献：
蒋和平, 蒋黎, 王有年, 等. 国家粮食安全视角下我国种业发展的思路与政策建议[J/OL].新疆师范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4):1-12[2022-05-27].
毛长青, 许鹤瀛, 韩喜平. 推进种业振兴行动的意义、挑战与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2021(12): 137-143.
周衍平, 赵雅婷, 陈会英. 植物品种权实施行为与实施绩效——基于植物品种权实施能力中介效应和环境不确定性调节效应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21(09):110-126.
陈超, 张明杨, 李寅秋, 等. 我国植物新品种权走出去战略探析——基于UPOV国际发展和竞争动向的视角[J].中国软科学,2011(10):27-35.
Yu J K,  Chung Y S.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Current Practices and Insights[J]. Genes, 2021, 12(8): 1127.
曾艳. 美国、日本及印度植物育种公共政策的经验与借鉴[J].世界农业,2015(09):83-86+106.
刘信, 周泽宇, 刘丰泽, 等. 日本农作物种子质量控制和检验考察及对我国种子管理的启示[J].中国农技推广,2017,33(01):3-7.
贺利云. 国外种业监管模式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种业,2012(12):1-4.
徐志刚, 余金湘, 章丹. 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对作物育种科技创新的影响研究[J].中国软科学,2021(03): 31-42.
 周绪晨, 宋敏. 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事业国际化发展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9(01):20-30.
 胡瑞法, 黄颉, 黄季焜, 等. 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经济影响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6(01):49-56.
 袁庆明. 新制度经济学教程[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
 孙炜琳. 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李菊丹.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变革发展与我国应对[J].知识产权,2020(01):59-71.
 UPOV.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statistics for 2016-2020[EB/OL](2021-10-28)[2022-05-17]. https://www.upov. int/databases/en/.
 李汝敏, 朱文玉. 中日植物新品种法律比较研究[J].世界林业研究,2020,33(03):90-94.
 靖飞, 王玉玺, 宁明宇. 关于农作物种源“卡脖子”问题的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21(11):55-65.
 罗明智, 白雪, 李标. 种业振兴背景下农作物品种审定制度改革研究[J].经济纵横,2021(12): 115-122.
 夏妍. 产业化背景下中国农业种子市场的知识产权保护法研究[J].分子植物育种,2022,20(02): 647-651.
 张琳琛, 董银果. 植物新品种保护与农产品出口质量:一个倒U型关系[J].农业技术经济,2022(03): 129-144.
张琳琛, 董银果. “跳板”抑或“屏障”？——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植物类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20(08):124-144.

作者简介：李岚岚（1994-），女，河北邯郸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产业经济、现代种业、农作物种业；王秀东（1974-），通信作者，男，河北承德人，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粮食及食物安全、农业农村发展战略、农业产业经济。刘春青(1993-)，女，山东菏泽人，农艺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种业产业发展，种业产供需形式分析与种业大数据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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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落实司法保护，加大种业知识产权法定范围内惩罚性赔偿。要规制种业市场的违法现象，必须切实加大品种权司法保护力度。一是要在法定幅度内从重判处惩罚性赔偿[19]，知识产权法庭终审案件数量日益增多，更应结合实际情况依法加大惩罚性赔偿力度。二是要对审判指导加强重视，制定针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具体司法解释，规范品种鉴定程序，完善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三是从审判机制体制方面完善。当前，全国可审理植物新品种一审案件的审判机构共有44家知识产权法院、法庭，该模式特殊性在于对全国包括植物新品种保护在内的技术类知识产权和垄断上诉案件统一交由法庭审理，截止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国采用该模式，因此更要注重提升案件审判质效，增强品种专业技术性。

注释：
美国	2010	2019	2020	2010	2019	2020	申请数量	授权数量	1646	1590	1432	1377	1785	1941	日本	2010	2019	2020	2010	2019	2020	申请数量	授权数量	1038	822	713	1404	591	502	欧盟	2010	2019	2020	2010	2019	2020	申请数量	授权数量	2868	3525	3427	2303	3188	2978	中国	2010	2019	2020	2010	2019	2020	申请数量	授权数量	1206	7834	8960	666	2727	2990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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